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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不需要公知/常理的评述性内容。摘要是对所提供文献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要对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精练陈述，排除在本学科领域已成常识的内容，着重反映新内容和作者特别强调的观点】
摘要：鉴于目前数字化赋能研究需要更有效的理论依据和测算方法，基于“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相关数据，采用组态分析方法确定区域科技、经济发展水平与数字化行为组合间的适配关系，并结合投影寻踪、耦合协调度、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确定不同区域的科技与经济融合梯度水平及数字化行为开展优先序，以揭示数字化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作用过程。结果表明：伴随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梯度升级，数字化赋能行为应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改变物理因素逐渐转向数字化政策出台重点改变人理因素，进而转向数字化企业应用、数字化技术创新重点改变事理因素；数字化行为的交互作用存在双因子增强关系，应加强数字化行为组合应用以实现更好赋能效果，其中以数字化应用与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组态下，数字化行为交互作用力强，体现高阶数字化组合的高融合性与系统性特征。因此，中国各区域应当根据自身科技与经济融合梯度水平，采用适当的数字化组合及数字化行为顺序，推动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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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根据修缮完毕的中文摘要、关键词一一对应修改相应英文内容】
Abstract: Based on WSR (Wuli-Shili-Renli) system approach, the paper reveals the enabling mechanism of digitalization for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cience & technology (S&T) and economics. Configuration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match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S&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ization behaviors. Geographical detector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priority for digitalization behaviors in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rising of the integration degree, the regional digitalization enabling should shift from digitaliz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ocusing on changing physical factors to digitalization policy promulgation focusing on changing human factors, and then to digitalization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and digitaliz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cusing on changing logical factors. The interactions of digitalization behaviors have two-factor enhancement relationship,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ization behaviors combin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y the regions to achieve better enabling effect. Under the configuration with digitalization application and technology as the core condition, the interactions of digitalization behaviors are much stronger, which reflects the higher integration and systematic character of the high-level digitalization combination. The region should take proper digitalization combinations and orders to promote S&T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its integration grade.
[bookmark: _GoBack]Key words: digitalization; digitalization behaviou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of economy and technology; configuration analysis
收稿日期：2022-09-28，修回日期：2022-12-08
基金项目：江苏省“青蓝工程”教学团队项目“智慧管理服务教学团队”（2021QL006）；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科技服务业对智能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及提升策略研究”（2022SJYB1639）；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因视角下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机理与路径研究”（LH2019G007）



【全篇注意根据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且文内标引和文后著录一一对应】

1问题提出【作为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且通常不分段落，但此处作者是对研究基础、相关理论分析等作较为充分的论述，应独立成章】
科技助力经济发展成为各国提升国际综合竞争力的战略选择，中国也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战略要求[1]【确认这句话有引用的必要？这种已成为共识的观点没有引用的必要！如确要引用，则这个观点及表述的引用更应该从国家有关部委或领导人的权威发布/讲话中引用】。数字化推动整个科技体系与经济体系发生深刻变化，有研究指出，2020年数字经济占中国生产总值（GDP）比重已提升至38.6%，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2]。借助数字化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成为中国各区域面临的重要战略任务。
有学者认为，借助数字世界的强大联结功能、汇聚功能以及推演功能，可更加高效地推进经济发展[3]。数字化通过网络协同生产与控制改变了经济生产模式，通过市场预测与挖掘等改变传统的经济商业模式，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4]。国际经济合作组织【补标引著录报告的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2020年发布的《科学、技术与创新数字化——关键进展和政策》报告认为，数字化将对科技创新产生重大影响，并指出现有科技创新多是集成创新，全新创新变得愈加困难，而数字化为创新集成提供了更多组合可能性，使创新变得更加高效。科学的“低枝成果”已经被充分剪裁、利用、开发，为实现科技创新，必须借助数字化大力推进跨界创新、国际化创新合作[5]。总之，数字化赋能区域经济发展或科技创新已获得广泛认同，但数字化是否可以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确认，且区域如何借助数字化高效赋能科技与经济融合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已有相关研究通常采用案例分析方法总结数字化赋能规律，但缺乏有效理论依据，同时缺乏有效量化测算[6]【该观点是否来自文献6？还是笔者调研分析相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见解？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并且须注意，不应简单删掉引注了事，而应酌情根据研究实际交代具体引用的观点内容，为笔者观点提供充足的论据支撑，保证论述的准确严谨，下同】，无法为区域数字化赋能提供更可靠、客观的理论依据；另外，多以国家整体为研究对象提出数字化策略，缺乏以区域特征与数字化建设行为适配关系研究[7]【问题同上】，尤其缺乏行为优先序研究，无法为不同区域提供有针对性的数字化行为建议。有鉴于此，借鉴柳长森等[8]的研究，基于“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本研究选择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下同）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数字化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作用过程，并探索不同数字化行为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规律及适配性，以期为区域借助数字化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有效决策提供参考。
2 文献回顾
（1）数字化赋能。赋能即赋予某种主体发展的能力[9]，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社会学领域，而后在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Mäkinen[10]率先提出“数字化赋能”概念，认为其是借助互联网技术不断提高个人、社区影响力的过程。后期的研究将数字化赋能与经济结合，有学者认为数字化赋能是通过数字化为经济发展赋予新动力、新理念、新业态、新治理、新模式的过程[11]，在此基础上，Carmen等[12]、张会平等[13]对数字化赋能开展了更加细致的研究，如基于结构赋能、资源赋能、心理赋能探索数字化对新产品开发的影响；另外，也有学者从技术、价值与重构视角探索了数字化赋能商品市场体系高标准发展的过程[14]。当前研究表明，数字化通过不同方式赋能不同主体发展，但仅重点研究了数字化行为解构，对其组合、交互研究不足，且少有从WSR视角对数字化赋予主体发展动能过程开展系统研究。
（2）数字化行为。有研究中提出了不同的数字化行为，如数字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数字政策、企业数字化重视与应用程度、数字化环境等[15]；也有研究从起点与过程视角出发，提出数字化转型的支撑起点包含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产品、数字化平台等，而数字化转型过程包含个人、组织及产业层面的数字化应用[16]。整体而言，相关研究通常将数字化行为整合，共同反映数字化状态；虽有研究单独分析解构的数字化行为，探索其前因或产生影响[17]，但基于数字化行为交互关系开展的适配研究尚不充分，无法为区域数字化行为组合策略与行为优先序确定提供精准决策支持。
（3）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科技与经济环境变化迅猛，两者脱节问题日益显现【此观点值得商榷。论断依据？】，Romer【与后文文献著录不一致】创立了内生增长模型，指出科技不仅对经济增长产生外生影响，还利于实现生产规模收益递增，而经济发展则进一步为科技创新转化提供基础要素，从而实现循环升级[19]。樊杰等[20]认为，当科技创新增速快于经济增长时，经济效益转化过程中所依赖的市场需求难以满足科技经济价值实现要求，此时就会出现Dosi等[21]提出的“欧洲悖论”现象；另一方面，当科技创新成果滞后于经济发展时，其推动作用易被其他要素所替代，更多市场主体通过发展其他要素弥补经济发展缺口，科技发展投入与产出进一步降低，最终影响自身经济竞争力，当经济发展进一步放缓时将被市场首先淘汰。因此，科技与经济需要实现有效融合、协同发展与良性循环。然而，鲜有研究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前因，尤其从数字化赋能视角研究数字化行为交互在促进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中的适配性问题，这一方面限制了数字化应用范畴，另一方面影响科技与经济融合速度与效率，无法为区域发展提供有效决策参考。
（4）数字化赋能区域科技经济发展。有研究认为数字化通过赋能顾客参与创新、实现对称性对话等来促进技术创新[22]；也有研究认为商业生态系统内所有企业以及经济参与者等都可利用数字化来实现价值共创，促进商业系统价值创造[23]。已有相关研究中，多数以数字化赋能单一主体或对象发展（科技或经济）为研究对象，也有部分研究了数字化赋能不同主体融合发展，如陈爽英等[15]指出数字技术赋能工业融合是对信息化渗透工业发展的升级，数字技术不断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另外，有研究指出数字化赋能可实现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24]。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科技与经济关系愈发紧密，两者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25]，但有关数字化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还有待完善，尤其缺少对数字化行为交互作用赋能融合发展规律的探讨，影响实践指导效果。
有鉴于此，本研究拓展PEST模型（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social；技术，technological）方法，确定数字化构成维度，并利用WSR系统方法论揭示数字化对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赋能过程；进一步地，采用耦合协调度测算方法、组态分析方法与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数字化行为组态、交互作用与区域科技、经济发展的适配关系，为区域明确其科技与经济融合梯度，并据此选择合理的数字化行为组合、有效的数字化行为顺序。
3 数字化赋能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
3.1 数字化行为
根据PEST分析方法可知，政策、经济、社会、技术是影响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组织发展所需的外部基础设施环境也将对其产生影响。据此，提出FPEST（【给出改进后的概念构成】）数字化行为解构思想，将数字化行为划分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政策出台、数字化企业应用、数字化社会采纳、数字化技术创新五方面，分析不同数字化行为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规律与适配性。
3.2 WSR框架下数字化行为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
WSR系统方法论初始应用于系统科学领域，伴随方法论研究的拓展与丰富化，一些学者将其引入到管理领域。其中，物理因素是与事物本质属性相关的因素，包含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重点体现事物的客观边界、特征与规律；事理因素侧重运筹与规划，多指事物作用、治理方式与方法；而人理因素重点体现人的能动作用，如意愿、行为动机、价值取向与期望等[26]。数字化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体现为不同数字化行为通过物理、事理、人理因素综合改变和系统影响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
（1）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区域科技与经济领域多主体的快速参与和融合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国际范围内经济与科技融合发展（范围拓展）、促进区域开放式创新和开放引资与投资发展（开放融合），以及促进开源式技术创新与价值共创经济模式发展（共创融合）等[27]。首先，在物理因素方面，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融合范围、内容、参与主体的拓展及形成开放共创的新融合规律，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其次，在事理因素方面，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生产资料及创新成果的匹配、规划与调用等提供了有效保障，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最后，在人理因素方面，数字化基础设施为区域社会群体应用数字科技产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形成了数字科技产品市场，通过提高数字产品应用便利性，激发企业数字科技探索意愿，创造新经济市场，赋能区域数字科技与经济融合。
（2）数字化政策出台。区域地方政府出台数字化政策，不仅丰富数字化行为参与主体，而且还通过引导与集成技术、市场各方力量和资源，加速主体交互，实现相关领域的技术突破与市场突破，促进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24]。首先，在物理因素方面，数字化政策通过信号作用实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等主体集成，通过组建数字联盟、数字供应链等形成新的价值创造组合体，赋能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其次，在事理因素方面，数字化政策为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提供了更加透明与公正的环境[28]，也为科技、金融、经济安全提供了保障，促进了科技交易、活跃了经济市场[27]，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最后，在人理因素方面，数字化政策提升了企业、产业数字化的外部合法性[29]，激发企业产生基于数字化探索技术创新与盈利模式的行为倾向，从而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
（3）数字化企业应用。企业是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伴随数字化企业应用与推广，数字成为企业技术创新与市场价值创造的最重要资源之一，从物理因素方面以数字资源为结合点的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变得更加快捷、广泛，通过市场需求微粒化与技术工艺微粒化，实现精准需求识别与满足精准需求的技术工艺快速组合、响应，创造科技与经济融合新交点[27]；另外，依托数字化企业应用催生的数字资源形成广泛的产业链、供应链，形成更加通畅的科技、经济流转网络，以及线上与线下融合、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资源融合方式，从而在事理因素方面实现赋能[30]；最后，数字化企业应用形成更多数字科技产品，为市场提供更多科技商品接触与选择机会，从而通过印象强化形成采纳意识、生成新市场机会，在人理因素方面促进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31]。
（4）数字化社会采纳。数字化社会采纳反映了社会数字化整体素养，社会采纳促进了信息、数据、知识的交互，提升社会对新科技事物接受、采纳的范围及能力，为科技商品化、市场化奠定了基础[32]，从而在物理因素方面实现赋能；数字化社会采纳提升了社会群体的信息洞察力、决策力，群体智慧不仅丰富了科技创新思路与质量，同时确保创新成果能够被社会采纳，快速形成广泛市场，从而在事理因素方面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最后，数字化社会采纳产生同群效应与从众心理[33]，受到整体氛围与多数行为的影响，促使社会更加青睐数字化、更加倾向采用数字化，进而在人理因素方面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
（5）数字化技术创新。数字化技术创新改变了传统的科技与经济边界，助力经济主体参与科技创新，科技主体则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线上服务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商业模式，从而在物理因素方面实现赋能[15]；另外，数字化技术创新意味着区域科技与经济数据采集、传递、分析、跟踪能力增强，科技与经济融合质量与科学性得到提升，而且促进了跨界技术与经济融合、颠覆性创新与利基市场挖掘以及新主流技术与市场培育，从事理因素方面促进区域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发展[34]；最后，数字化技术创新提高了技术使用过程的简易性，激发更多市场需求，从而衍生出新技术突破动力，从人理因素方面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
整体而言，数字化通过改变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物理、事理与人理因素，对其融合范围、规律、方式与行为倾向等产生系统影响，进而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具体过程如表1所示。
表1 数字化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作用过程
	维度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政策出台
	数字化社会采纳
	数字化企业应用
	数字化技术创新

	物理
	拓展融合范围，共创融合，开放边界
	丰富主体、信号作用实现主体集成
	提升主体素养、新科技与市场融合采纳能力
	微粒化融合，精准定位新交点
	科技与经济主体边界渗透

	事理
	科技多元应用产生范围经济
	透明、公正的融合环境；交易安全
	群体智慧、决策质量、形成广泛市场
	通畅的流转网络、新融合方式
	融合质量；跨界、颠覆、利基融合

	人理
	基于应用便利性，激发数字科技探索意愿
	提升数字化合法性，激发探索倾向
	同群效应、从众心理激发采纳行为
	更多接触与选择机会，生成新市场
	使用简易性激发市场需求与创新



4 数字化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组态分析与行为策略
从上述理论分析可知，数字化行为能够促进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为进一步检验其作用关系、明确数字化行为的组合作用和确定区域融合梯度与数字化行为组合适配关系，进一步开展组态分析。
4.1 指标设计与测算
4.1.1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水平测算
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中较为成熟的科技创新评估指标作为依据，同时参照杜挺等[35]【首选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对经济综合评价的度量方法，构建科技与经济耦合协调模型的相关变量。遵循数据可采集原则，对中国30个省份利用《中国统计年鉴》获得各区域2011－2019年的270组数据，并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投影寻踪方法直接由样本数据驱动，将高维数据投影成一维数据来比较，以选择最佳投影方向向量确定权重，具有稳健性好、准确度高的优点，因此采用投影寻踪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构造投影指标函数如下【注意各含义相同的参数符号要统一大小写，不能时而大写时而小写；且代表变量的参数符号应用斜体表示。下同】

                               （1）
                 （2）

                               （3）

               （4）

式（1）～（4）中：Z(i)为一维投影值；为标准差；为局部密度；a(j)为p维数据投影方向；j为【什么】；E(Z)为序列Z(i)平均值；R为局部密度窗口半径；r(i,j)表示样本间距离，；u(t)为单位阶跃函数，当t0时函数值为1，当t0时函数值为0。
其次，优化投影指标函数。利用加速遗传算法优化投影指标函数，使用MATLAB软件进行测算，种群规模初始设为400，交叉概率为0.8，变异概率为0.2，在7次加速后，通过求解投影指标函数最大化值估计最佳投影方向，由此获得投影方向即指标权重，具体如表2所示。

                                      （5）
表2  科技与经济融合效应相关变量及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
	权重（Wi）

	区域科技发展水平F（a）
	科技活动财力投入
	区域R&D经费支出与GDP比值
	0.316 8

	
	
	区域开发新产品投入经费
	0.472 4

	
	科技活动人力投入
	区域R&D研究人员全时当量
	0.484 3

	
	科技成果产出
	区域专利授权量
	0.465 6

	
	
	区域新产品项目数
	0.474 4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F（b）
	经济实力水平
	区域人均GDP
	0.530 2

	
	
	区域进出口总值
	0.479 6

	
	投资消费水平
	区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407 6

	
	人民富裕水平
	区域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0.344 4

	
	
	区域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451 7



借助耦合协调度反映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水平，依据表2的权重对270组样本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并进行均值计算，获得样本标准化后的科技与经济指标数据和。将标准化数据代入公式计算耦合度C值：

（6）
式（6）中：k为调节系数，取值为2。
由于耦合度仅反映两系统间相互作用强弱，因此需进一步计算反映多个系统协调状态与良性耦合程度的耦合协调度（D）。
                              （7）
式（7）中：，α、β均取值为0.5。
计算获得反映30个省份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如表3所示。
【表3内：除左侧第一列，其他“省份”列左侧分别加一竖的双细线】
表3  中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
	省份
	C
	D
	省份
	C
	D
	省份
	C
	D
	省份
	C
	D
	省份
	C
	D

	北京
	0.828
	0.522
	吉林
	0.826
	0.294
	福建
	0.872
	0.523
	广东
	0.997
	0.992
	云南
	0.798
	0.245

	天津
	0.802
	0.469
	黑龙江
	0.895
	0.228
	江西
	0.929
	0.367
	广西
	0.797
	0.289
	陕西
	0.843
	0.389

	河北
	0.905
	0.446
	上海
	0.955
	0.622
	山东
	0.981
	0.773
	海南
	0.371
	0.098
	甘肃
	0.003
	0.002

	山西
	0.953
	0.248
	江苏
	0.998
	0.972
	河南
	0.908
	0.491
	重庆
	0.872
	0.417
	青海
	0.002
	0.001

	内蒙古
	0.567
	0.305
	浙江
	0.978
	0.760
	湖北
	0.955
	0.512
	四川
	0.907
	0.432
	宁夏
	0.474
	0.147

	辽宁
	0.932
	0.448
	安徽
	0.986
	0.475
	湖南
	0.959
	0.482
	贵州
	0.814
	0.203
	新疆
	0.624
	0.198



4.1.2区域数字化行为测算指标
结合相关文献与资料，确定区域数字化行为不同维度的测算指标、指标数据采集方法，具体如表4所示。通过对数据进行均值与标准化处理，获得样本区域数字化行为数据。
表4  区域数字化行为测度指标
	维度
	指标
	指标解释
	查询方法
	依据【每一行对应的依据须一一列出】

	基建（F）
	固定宽带普及率指数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年平均人口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
	《中国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信息发展指数》【核实名称是否准确】

	
	IPv4地址数
	网络地址资源数量
	《中国统计年鉴》
	

	政策（P）
	数字化政策数量
	出台数字化相关政策数量
	白鹿智库检索系统
	陈爽英等[15]的研究

	应用（E）
	企业技术装备率
	数控装备数量/生产装备数量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
	周青等[17]、易靖韬等[18]的研究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企业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
	《中国统计年鉴》
	

	社会（S）
	移动电话普及率指数
	居民移动信息化应用水平
	《中国统计年鉴》
	周青等[17]的研究

	
	互联网上网人数
	互联网在居民生活中的渗透率
	《中国统计年鉴》
	

	技术（T）
	申请数字技术专利数
	数字技术自有知识产权水平
	专利之星检索系统
	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指数、周青等[17]的研究

	
	每万人中科技人员数
	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给能力
	《中国统计年鉴》
	



4.2 组态测算
基于集合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能基于整体性视角识别不同条件结合形成的条件组态与结果间复杂关系，因此选用适合中小样本的fsQCA方法测算数字化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组态关系。首先，参考Fiss[36]的研究，分别将3个锚点设定为门槛值，将样本数据的90%分位数设定为完全隶属点、90%至10%分位数的均值设定为交叉点、10%分位数设定为完全不隶属点。其次，在进行模糊集真值表分析前，检查数字化行为单一条件是否为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用门槛值0.9作为必要性判断标准，当一致性大于等于0.9时则为必要条件。用fsQCA3.0软件进行单一条件必要性分析发现（见表5），样本变量的所有条件一致性值均低于0.9，表明不存在必要条件。
表5  结果与条件变量校准结果
	项目
	维度

	
	F
	P
	E
	S
	T

	一致性
	0.715 4
	0.810 0
	0.734 7
	0.826 4
	0.809 2

	覆盖率
	0.698 6
	0.791 1
	0.717 5
	0.807 0
	0.790 3

	完全隶属点
	0.897 0
	0.854 2
	0.828 0
	0.905 6
	0.762 6

	交叉点
	0.884 3
	0.811 4
	0.819 0
	0.893 1
	0.694 2

	完全不隶属点
	0.874 5
	0.773 9
	0.808 8
	0.878 8
	0.601 3



再次，分析组态充分性。不同于必要条件分析，充分性分析虽也使用真值表算法来确定，但Schneider等【补标引著录权威原始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认为当特定组态与结果间一致性水平不低于0.75时，则认为该组态是结果的充分性组态，其根据真值表中一致性分数呈现的缺口，将一致性阈值设为0.80，但除一致性阈值还需确定频数阈值，因此参考Stroe[37]的研究，针对研究的样本规模，将频数阈值设为1。
最后，fsQCA 3.0软件会产生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等3类解。遵循主流研究，将中间解和简约解中同时出现的条件作为核心条件，将只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作为辅助条件。利用样本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及不同数字化行为得分进行组态测算，最终得到数字化赋能的行为组态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数字化赋能中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组态分析结果
	变量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基建
	●
	●
	●
	

	政策
	
	●
	●
	●

	应用
	
	●
	●
	●

	社会
	●
	●
	
	●

	技术
	●
	
	●
	●

	一致性
	0.890 71
	0.849 77
	0.872 08
	0.862 71

	原始覆盖率
	0.257 80
	0.503 81
	0.518 35
	0.537 15

	唯一覆盖率
	0.028 49
	0.005 92
	0.020 46
	0.039 25

	总体解覆盖率
	0.596 28

	总体解一致性
	0.848 03

	代表性案例
	甘肃、新疆
	江西、陕西、湖北、湖南
	浙江、山东
	江苏、广东


注：“●”代表核心条件，“●”代表辅助条件，“”代表条件缺少，空格则代表条件模糊。

4.3 结果分析与行为组合策略
由表6可知，数字化行为能够有效促进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且数字化行为有4类组态，各组态一致性均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0.8，表明组态分析有效，结果可靠。整体上看，总体样本中有84.8%的样本表现出4种组态对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赋能作用，高于可接受的0.8。依据不同区域科技、经济发展水平，利用得分=[（-)，(-)）]刻画区域特征，其中与的取值为处于区域科技、经济发展水平排名中间位的区域得分【表意模糊，排名中间位区域是指第几位的哪些区域、得分是多少应交代清楚】，最终获得区域发展与数字化行为组态对应关系，如图1所示。
【图1内：1. 图片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2. 坐标轴上的值中，短横线不是负号，按正确形式“−”执行；3.部分省份名称有所遮挡，须全部完整清楚显示】

[image: 图5-27（2）.png]图1 数字化赋能中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组态关系

组态1表明，以甘肃、新疆等为代表的区域为科技与经济融合低梯度区域，为借助数字化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数字化赋能应以数字基建为核心进行布局，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化社会采纳水平、发展基础数字技术，以晋升为中梯度区域。这一组态的数字化市场发展尚不充分，企业数字化应用有待改善，目前数字化难以助力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
组态2表明，以江西、陕西、湖北、湖南等为代表的区域为科技与经济融合中低梯度区域，数字化赋能应以数字化政策为核心，依靠出台政策引导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化社会采纳、推进数字化企业应用；还可通过引进和承接高梯度区域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组态涵盖了最多的样本区域，中国多数区域属于这个类型，可通过探索与创新区域数字化政策，谋求数字化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
组态3表明，以浙江、北京等为代表的区域为科技与经济融合中高梯度区域，具备较高产业结构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数字化赋能以数字化应用为核心，应通过系列政策加速数字技术应用与推广，为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赋能。如浙江建设了“浙企链”系统以及义乌小商品城Chinagoods平台等，促进供应链及企业内部数据共通、共享，实现业务高效协同，数字化应用使企业市场敏感性提升、需求分析更加微粒化、运营更具高效性与灵活性，从而加速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
组态4表明，以广东、江苏等为代表的区域为科技与经济融合高梯度区域，具有强的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等，数字化赋能应当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围绕数字技术出台数字化政策，鼓励数字技术创新；同时积极推进数字化应用与社会采纳，挖掘更多数字经济发展机会，激发新一轮数字技术创新，实现高价值创造，从而有效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如广东以数字经济产业集群为依托打造科创中心，紧盯数字技术前沿，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行动，重点发展4K电视、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从而实现科技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组态下数字化基建已形成规模，因此在促进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条件组态中并未出现。
各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组态与适配策略如表7所示，建议各区域有关政府部门根据本地科技与经济融合特征采取对应数字化组合策略，有效促进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
表7  数字化赋能中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组态与适配策略
	组态
	核心条件
	辅助条件
	适配条件
	最主要因素

	[bookmark: _Hlk83883512]1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社会采纳、技术创新
	融合低梯度区域
	物理因素

	2
	数字化政策出台
	基建、社会采纳、企业应用
	融合中低梯度区域
	人理因素

	3
	数字化企业应用
	基建、政策出台、技术创新
	融合中高梯度区域
	事理因素

	4
	数字化技术创新
	政策出台、社会采纳、企业应用
	融合高梯度区域
	事理因素



5 数字化赋能的交互作用探测与行为顺序策略
区域不仅需要明晰自身科技与经济融合特征与数字化行为组态赋能的适配性，还需明确不同数字化行为交互作用规律，以科学确定不同组态下数字化行为组合优先序，为借助数字化赋能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提供更加科学与精准的决策支持。
5.1 方法选择
地理探测器可检验单一变量的空间分异性，也可探索两个变量的空间分布耦合性。地理探测器方法受到前提制约较少，在处理混合类型的数据时具有显著优势。另外，地理探测器方法既可以定量探测影响因变量变化的主要自变量，也可以分析多个独立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因此，利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交互探测模块测度样本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过程中各数字化行为的交互作用强度，为各区域确定数字化行为优先序提供参考。借鉴李颖等[38]研究，测度方法如下：
                                （8）
式（8）中：q的值域为[0,1]，q值越大表明其对因变量的作用强度越强；L是因变量或自变量的分类或分层数；N表示研究对象总量；Nh是第h类【h类指什么？】的样本数；表示第h个因变量【h不能又表示类又表示因变量，同篇文章中的同个参数符号只能代表一个含义】的方差。
5.2 探测计算
首先，在使用地理探测器前，利用ArcGIS10.8软件的XY转线功能，采用自然断点法将自变量分为5层，结果发现数字化行为赋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都通过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能够有效发挥赋能作用；其次，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影响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数字化行为在不同组态下的交互关系，结果表明所有交互关系均属于q(Xi∩Xj) > max(q(Xi),q(Xj)) 的双因子增强关系，即不同组态下数字化行为交互作用强度均大于单因子作用强度。因此，在促进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时，应当重视数字化行为组合赋能，强调数字化赋能的系统性。
为进一步探索适配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梯度的不同数字化行为组态中核心条件与辅助条件交互影响力度，确定合理的数字化行为组合优先序，对数字化行为交互强度值进行测算，结果如表8所示。

【表8中，“—”代表什么？核心条件和缺位条件不参与？】
表8  不同组态下中国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的辅助条件与核心条件交互值优先序
	项目
	基建
	政策
	应用
	社会
	技术

	P值
	0.000 1**
	0.000 1**
	0.003 0**
	0.000 4**
	0.003 1**

	组态1
	●
	—
	
	0.855 1
	0.786 8

	组态2
	0.883 7
	●
	0.877 9
	0.857 2
	—

	组态3
	0.903 1
	0.877 9
	●
	—
	0.892 9

	组态4
	
	0.865 4
	0.892 9
	0.873 7
	●


注：**表示通过0.01显著性水平检验。

5.3 结果分析与行为顺序策略
[bookmark: _Hlk83883810]（1）组态1：科技与经济融合低梯度区域应重点提升数字化基建现代化水平，为数字化应用提供便捷、快速的基础保障，从而加速数字化社会采纳；形成一定规模【指代不明】后吸纳更多主体参与数字化设施建设、技术创新与优化工作，进而重点从物理因素层面丰富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主体，鼓励其积极开展数字化设施配备与升级工作，在区域范围内形成数字化设施兼容的大系统，便于数字的生成、共享与传播，为科技与经济融合点挖掘提供保障。
（2）组态2：中低梯度区域可积极利用数字化政策，按照顺序重点推进数字化基础建设、数字化企业应用及数字化社会采纳等，通过数字标准、数字联盟建设等，提升数字化应用便利性与普及性，培养、增强数字化采纳与使用意愿及习惯，进而重点从人理因素层面影响、引导与激励更多数字化行为产生，通过数字需求的激发与引导，助力数字化领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
（3）组态3：中高梯度区域应在发展数字化企业应用基础上鼓励多元参与数字化基础设施共建，通过数字科技市场应用效果导向，激发数字经济发展；进一步通过技术创新从事理因素层面改变企业数字化应用方式与方法，通过市场需求微粒化分析、生产任务的精细化解构与组合等，创新科技与经济融合模式；最后，积极出台数字化政策，引导形成区域数字需求、应用情景等专项数据库与数据平台，为数字化推广应用提供支撑。
（4）组态4：高梯度区域需在大力发展数字化技术创新基础上推进数字化技术企业推广与应用，便利供应链、企业联盟间数字化技术对接、数字信息共享等，从事理因素层面创新更多商业模式与服务模式，赋能融合发展；其次，通过改变数字化社会采纳，创造广泛、精细、微粒化社会需求，探索满足社会需求的更多数字化技术与产品组合，实现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最后，积极利用数字化政策发展前沿、关键数字化技术并探索应用型数字技术，强化数字技术转化与推广，建设数字生态圈，实现数字技术探索与市场的有机结合。
[bookmark: _Hlk83884142]总之，数字化行为交互作用存在双因子增强关系，应加强行为组合应用，以更好发挥赋能效果；同时，数字化行为与区域科技、经济发展存在适配关系，伴随区域发展，数字化赋能行为应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数字化政策，进一步发展为数字化应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核心引导是最为高阶的赋能形式，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则为赋能的初阶形式。整体而言，相较于低阶组合（组态1、组态2）赋能，高阶组合（组态3、组态4）赋能下的数字化行为交互作用强度更高，交互值隶属于介乎[0.865 4，0.903 1]之间，明显高于低阶组合的[0.786 8，0.883 7]，体现了高阶阶段数字化组合的高融合性与系统性特征。
6 结论
[bookmark: _Hlk83884276]促进区域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是中国当前重要战略任务之一，数字技术发展为科技与经济融合提供了新动能。有鉴于此，本研究探索了数字化通过改变物理、事理和人理因素进而系统性改变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范畴、方式与价值理念的作用过程；同时，确定了不同区域的融合梯度水平，识别中国数字化行为多重组合与区域科技及经济融合发展的适配性；并利用地理探测器交互探测模块，确定不同区域数字化行为的优先序，基于此提出区域数字赋能策略。本研究尝试从数字化行为组合视角出发，将研究重点从单一行为影响机理、线性作用关系研究转向数字化行为的非线性组合关系及交互作用探测，为丰富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以及促进提升中国区域借助数字化赋能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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